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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那不曾發生的另一種台灣影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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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鄭慧華／獨立策展人 

主講：龔卓軍／南藝大學藝術創作理論所副教授、孫松榮／南藝大動畫藝術與

影像美學所副教授 

 

引言：檔案構築下的社會與當代藝術 

鄭慧華：近期有許多的藝術家、策展人或各種活動的組織者，皆不約而同地開

始使用所謂的「檔案」作為素材。在藝術的生產過程中，檔案變成了一個非常

重要的媒介。我從自身領域出發，去思考與探討這個檔案熱的現象，在第一場

講座中，我們請到了兩位藝術家陳瀅如和洪子健來分享他們對檔案的理解與詮

釋，其中洪子健他講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即檔案最重要的並非是它是什麼，

而是它不讓你看到什麼？上次我也講了兩個例子讓我們去思考檔案這件事情，

第一個例子即是史諾登，他因為洩漏了美國的機密檔案，而被全球通緝，到最

後只有俄羅斯敢給他居留權與政治庇護，這例子即引發了一個思考問題，即是

檔案的洩漏為何可以影響到一個人的生存狀態與拘留權利？這也讓我們思考，

如何思索國家控制與主流歷史對我們的控制。第二的例子即是美國聲稱他們找

到賓拉登並且將其處決，而我們唯一所能看到的資訊只有歐巴馬與希拉蕊在看

一個「應該是」賓拉登被處決的影像，而這影像最後也沒有被媒體揭露，我們

對賓拉登的印象永遠就只是那些由美國官方所堆砌出來的檔案，而真正的檔案

我們永遠無法一窺其貌。我以這兩個例子邀請大家思考一下，以往我們可能是

覺得檔案是一個對象物或是客觀的媒介，但事實上確實是如此嗎？它與我們的

關係將如何被理解或打開？或者是我們要如何把身為「被動接受」檔案的個體

的狀態調轉過來，成為一個檔案的生產者？  

 

檔案自由背後的政治意涵與台灣新電影 

龔卓軍：面對檔案時我們都會遇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是要以何種態度面對

這些物件，要認為它們是歷史的紀錄？或是一個已經被編碼化的文件？這是面

對台灣新電影的第一個問題。從八零年到到九零年代，其實就已經有非常多的

相關出版物都在討論台灣新電影，國家電影資料館也有非常多諸如膠卷等等資

料，就這方面來說，我面對這些檔案的態度應該會不同於電影工作者，畢竟我

的背景是哲學或美學背景。這部分我會特別的焦慮，在藝術的觀點方面它究竟

可以做些什麼？。檔案所涉及到的第一個問題，當然就是所謂的民主性，如果

這些資料是被集中管理的話，那關於台灣新電影的書寫，甚或是台灣電影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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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就不可能會有多線的趨勢，過去只限於電影界的台灣新電影討論，是不

是也能依循現在網路自由化與多樣化的趨勢，而有更多元的討論聲音？我最常

透過網路上的影片來源去循環播放，以反覆研究片段的形式從事研究與教學，

若非有這樣自由的資訊來源，便難以有現在的研究成果。所以對於檔案來說，

便存在著這樣的問題，即是其如何傳播？傳播之後能夠產生怎樣的討論與能

量？對我們來說這才是最重要的，基於這個現象，我便開始去思考如何去書寫

台灣新電影。對格希達來說，檔案是有兩種趨異的，這兩種趨異是相反的，一

種是死亡驅異，即檔案是不是要回到過去，一種代表著某種鄉愁意味的文本，

將其恢復為過去原始樣貌為前提去搜集檔案，但是在這部分的話，所謂的圖書

館學者或是檔案學者已經做得夠多了。另外一個則是現實原則，即這些物件對

我們的當下與未來究竟有怎樣的連結？ 格希達對檔案的思維即是徘徊在這兩者

的辯證當中，在這樣的討論裡面，我們可以思考在書寫檔案的時候，我們到底

是為了現在、過去還是未來。 

  在過去博物館與國家檔案局的思維下，這些檔案呈現於被封存的某種狀態，

它產生的其實受限於各種的政治意識型態，以臺灣的例子來說，檔案必須要在

某種自由的狀態才能重新去書寫各種歷史，包括所謂的二二八、白色恐怖、民

國史等等。許多檔案其實也是被隱藏在陰暗的角落而不見天日，因而在現今失

去了見證歷史的機會。舉例來說，當初在戒嚴的分文之下，美麗島事件時，許

多攝影師就自動地將自己在街頭上拍攝的底片銷毀以避嫌，台灣史的研究便因

此少了一大半的珍貴文獻。所謂的檔案管理員是否只能依循所謂博物館學或人

類學的思維去建構檔案？也才能有當代藝術如何去介入檔案的方法學產生，基

本上這是從格西達到傅柯在持續討論的議題，當然他們的論點也被許多歷史學

者批評為過於空泛，好似所有東西都可以被視作檔案然後被再次生產，我們先

不介入這個論辯，畢竟這是個涉及到學科界線的問題，今天我們比較聚焦的應

是作為策展人、藝術編輯等等如何面對檔案的問題。 

  回到台灣新電影的部分，首先是曾參與楊德昌電影美術的姚瑞中，還有參與

相關新電影議題論戰的王俊傑，吳天章作品雖尚無這些部分，但我們卻在訪談

中得知他對台灣新電影非常地有見解，他就指出，台灣新電影少了一點超現實

與強烈的慾望成分。接著是劉開，他專事美術設計，也出現在戀戀風塵中繪畫

電影看板。1982到 1984間，台灣新電影剛出現，北美館剛成立，關渡的台北

藝術學院剛剛成立，當時便開始有什麼是台灣新電影？什麼是當代藝術？的相

關議題出現，新電影與當代藝術其實在當時是共同被放在一起討論的，但後來

以電影為主的研究論述中，這一塊好像不存在於台灣新電影當中。但實際上他

們是彼此共生且互相影響的，只是後來的討論場域被學科化的思維硬生生地分

開，因此我們也想要提問，在當初新電影與當代藝術彼此影響的狀態下，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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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牽絆和影響究竟有多深？因此我們不參與過去某些台灣新電影的論戰，這也

不是我們要做的事情，而是希望透過當代藝術的角度重新去思索台灣新電影，

在前期的準備工作之下，即是這一連串當初曾參與那時代的藝術家們的訪談，

希望重新勾勒出當時的面貌。 

  訪談之後我們則是開始邀請新一代的台灣藝術家對台灣新電影做出詮釋，對

於上一代的藝術家來說，他們確實地經歷過台灣新電影崛起的過程，已對這類

的電影有所見解，因此就希望由青年藝術家們如許家維、許哲瑜、區秀貽、何

采柔、周育正與鄧兆旻等等，希望他們對台灣新電影做一新聯想而有創作計

劃，這也是一種檔案，但它很明顯地就是朝向未來，而非過去的檔案搜集。第

三個部分則是策展計畫，希望邀請徐明瀚、賴依欣、陳湘汶與黃海鳴等在紙上

策展的範疇提出策展計畫。之後則是論述的部分，郭亮平、林立騎、王聖閎、

高山明，這期論述的部分我們有特別強調了小劇場的關係，也許在當代藝術剛

剛發熱的時候，因為場域尚未成熟，因此其與新電影的關係還難以釐清，但是

當時的導演如侯孝賢或楊德昌與小劇場演員有許多合作，新電影的影像形式與

劇場的關係也十分緊密，但這方面的論述乏之闕如，這次的計畫也希望將這部

分補足，以上就是這次新電影論述計畫的大致雛形，謝謝大家。 

 

重構與解讀失落的台灣錄像藝術史 

孫松榮：這次的〈啟視錄〉展出的副標即是重構歷史，如果錄像藝術的創始不

曾發生，我本身是做電影研究的，但是基於對某些單頻道錄像創作的熱愛而開

始接觸錄像藝術的領域，相較於台灣新電影已發展出的蓬勃研究，台灣視覺藝

術雖然幾乎每週都有許多展覽開幕，但是在學術研究的討論上卻非常地少。過

去台灣的錄像藝術雖有相關研究但都顯得片面且斷代，現在這展覽做出來了以

後，其實只是這整體過程最初步的呈現，這過程大概經歷了兩個階段的討論，

首先歷史對我來說就是個敘事的問題，因為在史學家詮釋的部分，它當然會有

一些虛擬的主觀成分在裡面並偏重於敘事和研究，檔案的部分我就還是引用格

西達對檔案的看法，即檔案是一個命令，也是一個開始，是一個管理的所在並

指涉於外來，讓它可以在外來的某些方面具有分析性。我們這次也給大家幾個

方向去思考，首先是檔案作為歷史見證的書寫者，即一般常見的史學性研究，

第二個則是藝術家作為某種歷史文件的代言人，即藝術作品可作為某些歷史的

指涉與符號象徵，第三個則是檔案能否作為構築藝術與創作的可能性，而這也

是我們今天討論的重點。 

  作為一名電影研究者，我對於錄像的興趣依舊是來自於同為動態影像的它

們，彼此之間可能引發的可能性，現在其實已較少討論錄像藝術這個詞彙，而

是將其歸類於新媒體藝術或科技藝術的範疇，而這也來自於其可與各種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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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形式如裝置等等結合的特性，因此影像問題對我來說是跨媒介的多面向探

討。引發我做此次展覽的目標除了發現台灣的錄像藝術並沒有完整的論述外，

過去十年的各種展覽的觀賞經驗也是原因之一，當初剛回國之際，曾在北美館

看到一個龐畢度的世界巡迴展，這展覽便非常有系統地呈現龐畢度在 1965年

到 2005年所收藏的運動影像典藏，內容從電影到錄像藝術皆有，非常豐富，

也是某種白人主義如何將世界的影像藝術收納而成自己的史學論述的過程。在

2012年王俊傑與德國策展人，在國美館所辦的座談叫當代國際錄像藝術對話，

這是一個以德國為錄像藝術的展覽，配合台灣的當代影像創作展出，當時我有

參加這對話，當時所有人的藝術人士都很難將台灣的錄像藝術發展說的全面或

完整，因此從 2012年開始我就希望對台灣錄像藝術史做一完整的書寫與研

究，並開始搜集相關資料，首先是國外的例子，德國的數位遺產計畫，即蒐集

了過去四十年的所有德國錄像藝術，出版了數冊的圖錄與 DVD，然後中國在

1984年到 1998年，也開始處理並探討中國錄像藝術開端的問題，講到典藏問

題，中國影像局也非常有系統地在處理並收藏兩岸三地的錄像藝術家作品。回

到台灣國內的部分，1987年盧明德老師即在北美館做了有關於台灣錄像藝術的

研究與專輯，我也從國美館的資料中，找到 1988年日本尖端藝術科技展，參

展的台灣藝術家就有盧明德老師與郭挹芬老師以及洪素珍老師，由此可見八零

年代錄像藝術已被視為一種視覺藝術的類型被處理，從來都不是獨立於視覺藝

術之外的，這點十分關鍵，更不用說盧老師從日本筑波大學回來後，即開始在

處理錄像藝術的各種問題。 

  從 2014年開始，我就開始與王柏偉合作，做了一個完整的台灣錄像藝術專

輯，內容有八篇文章、五篇專論以及對多位錄像藝術家的作品討論，不過若要

將其作為一個展覽，最讓我感到焦慮的應該就是作品在哪裡？特別是許多藝術

家的錄像作品多是八零年代的類比規格，且許多藝術家如洪素珍便非常堅持需

要以八零年代的類比電視展出，否則難以承接以往的韻味，因此在數位與類比

之間的格式轉換便是我們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同時也是觀察到的一個有趣現

象。對我來說展覽並非是要去回顧歷史，而是希望透過一種重構的面相去重新

討論台灣錄像藝術史並以媒材作為一個凸顯其特性的關鍵，當中我們當然也不

可避免地需要談到其起源藉此有完整的時間依據去討論這支派的歷史，1983年

十月郭挹芬老師在筑波藝術大學研究所的入學考試展出，即是台灣藝術家首次

開始有意識地使用錄像做為創作媒材的開始，之後同年十二月高重黎老師也發

表了一個錄像裝置作品。因此 1983年，成了台灣錄像藝術的重要開端但這年

的事件其實並沒有受到太多人討論，後來斷代在 1999年也是我們的論斷與構

想，因為在這之前的錄像藝術較是最類比也最純粹的狀態，之後一批留學德法

兩國的藝術家回國以後，便開始將各種的機械裝置、電腦等等與錄像結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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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也並非專一於類比或單頻道錄像，因此我們也將初期的錄像發展斷代於此

作為整體的展出操作。 

  啟視錄的展覽內容大多是奠基於 1983到 1999第一代開始操作錄像藝術的藝

術家創作，因此我希望他們呈現出最原始的型態，這時期的作品大多是單頻、

雕塑、行為等等，共展出十七位藝術家、三個世代共五十七件作品，很特別的

是這些作品除了單頻道錄像之外，其他兩種類型的作品其實根本無法重新將原

來的面貌重新展現出來，大家在展場看到的許多作品其實都是再經過我們當代

思維重新復刻出來的再製成果，我在撰寫相關的策展論述時，完全只能從文件

或資料照片去推測猜想它的面貌，這對我來說是十分獨特的經驗，因此這個展

覽從斷代的操作到最後展覽呈現，其實也是個以當代思維重新呈現的一次策展

作品。 

  雖有意見認為，本次展覽以藝術家為展出主題，刑事彷彿「聖徒傳」的問題

其實我也有思考過，但畢竟我的策展經驗並沒有非常多，策展人的身份也是因

為是研究團隊的領導者而順勢成為的角色，因此我選擇了一個在形式上比較保

守的策展形式去執行，一開始我們當然也有思索過不要透過過於聖徒化的形式

去呈現，而是以媒材特性或場地特性等方式去展出，盡量淡化所謂以藝術家為

敘事模式的展覽呈現，但是後來與美術館的多方協調之下，卻較難實行。也因

此我們在呈現上也是以線性的展出模式，先確定時間的軸線並慢慢帶出各世

代，因此我到最後還是回到策展初衷，即重構台灣的錄像藝術史，最後我也分

享一下這次展出與研究後這些藝術家對自我認知的狀態，以及他們對這次展出

的反應，比方說我以錄像藝術作為命題，但是卻只有中生代的藝術家如袁廣鳴

或王俊傑等等，接受自己可被稱為錄像藝術家，但是更老一輩的藝術家如郭挹

芬、高重黎或洪素珍卻不認為自己是錄像藝術家，他們還是認為自己在處理的

是雕塑或是複合媒材，只是他們用的是電視機或錄像影片而已，而袁廣鳴或王

俊傑甚至也很難不把他們放進電影的脈絡去思考他們，因為他們求學階段幾乎

很難觸及到新媒體藝術，理解的來源幾乎都是電影，或許這樣以錄像作為媒材

性的分野，才能成就這次展出的主要軸線。 

  演講的最後，我希望以兩點作結，首先是，歷史跟檔案的問題從研究到展覽

其實就是一個媒介考古學的問題，我向要藉此重塑當時錄像藝術跟美術館、科

技、 軟硬體跟文化史如何去彼此影響，以及錄像作為單一媒介探索時能有怎樣

的藝術史脈絡，最後則是這個展覽指向未來的原因，都有刻意指涉到所謂跨媒

材的思維創作，作為一個策展團隊的策展人，我跟王柏偉在探討這些片段的史

料與藝術事件時，其實都是以一種蒙太奇的形式去重構自己在學術上對台灣錄

像史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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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觀、策展與當代藝術文件連接未來的使用思維 

郭昭蘭：台灣新電影檔案缺乏的議題在孫老師與龔老師在藝術觀點的大力討論

之下，在近年慢慢地浮現出來，這議題也透露著我們要如何談台灣的藝術實踐

的問題，這讓我想到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圖片，1950年的法國文化部長提出一

個概念即為：無牆美術館，當時全世界許多的藝術作品都可以透過攝影照片拍

攝存擋的形式將其納入法國美術館的館藏，也因此他們能在這個美術館書寫世

界美術史，當然我們就可以思考，如果撰寫藝術史的權利都以這類形式由法國

人撰寫，那台灣藝術家要進入這篇藝術史的難度就增高許多，而且如果是以攝

影照片作為檔案的研究方法，對作品的討論與研究似乎也只能停留在形式的探

討。無牆美術館即是這類以檔案作為藝術史的書寫與研究對象的概念之一，但

在台灣常常被誤讀，特別藉由這次檔案熱的主題拿出來再討論一下。 

  藝術家洪子健，即提出一個概念即：身體作為檔案，即透過訪談與感染漢他

病毒的病人接觸，當然這也有一定程度的風險，即面對一個身體曾經受到重度

傷害的人徐蘭花，他可能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而會有選擇性記憶的情形發生，

這也是在以訪談為建構檔案形式時，不可避免會出現的風險。龔老師的方法也

是透過多方訪談讓這些議題變成可被討論與可被格式化的狀態，讓它成為可被

書寫與敘事的過程，我也非常同意龔老師提到的，檔案的形式化並非是牽涉到

過去資料的保存與堆疊，而是他如何在未來被物盡其用，根據《藝術力》一書

法洛維奇曾撰寫過一篇文章名為：論美術館，這篇文章其實距離蘇聯革命沒有

多久，並提到舊有的藝術品是否需要保存的問題。當時的蘇維埃政府因為害怕

舊有的俄羅斯美術館內的館藏被破壞，因而疾呼以藝術品的形式將其保留，但

法洛維奇卻希望蘇維埃政府不應站在藝術品保存的立場執行這項計畫，反而指

出，藝術品遭到破壞後，反而有可能為藝術開闢出一條可能的道路，他在文中

提到：燒掉一具屍體我們可以得到一公克的粉末，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將這些舊

時代的灰燼存入一間藥房，而這間藥房的功能即是讓之後的人們可以從中找尋

舊時代的檔案，而這些灰燼在後進之人的運用之下將比成千上萬的藝術品更顯

得光彩奪目。即是這些東西不見了並非壞事有時反而能給人們有更多的想像

力，檔案喪失後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孫松榮老師的啟視錄展覽，其實在籌備之初就已經是台灣藝術界大家不斷地

在討論的一次展覽，在這次的展覽當中，大家也看到了許多以往幾乎只能透過

文獻與資料照片才能看到的作品，比如說袁廣鳴的〈移位〉，以往的資料照片都

只能看到男性身體游走的片段，但沒想到後面接續的還有各種新聞影片資料的

剪輯。許多作品也因此重見天日非常精彩。這個展覽最重要的貢獻想必是讓我

們重新去思考，當過往的我們無法在第一手就看到或參與到的作品，重新出現

要被編入某一個重新思考的時，我們可以用怎樣的史學或美學思維去重新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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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復刻且在當代環境下被重新定義的物件，而這也關涉到我們現在與過去那

段歷史間的關係。 

  仔細觀看這個展覽，其實有很多作品必須牽涉到所謂檔案的問題，因為很多

其實是為數位化以前的類比形式檔案，所以就會有轉檔的問題，而當時所使用

的映像管電視機，現在也十分少見，我就很好奇藝術家們如何面對這些問題，

相對於以往他們重新「翻譯」了多少，或者說是他們保有或捨棄了哪些東西？

比如說郭挹芬就強調映像管電視中的雜訊效果是作品的一部分不可分割，而現

在的數位電視無法傳達出這種狀態，因此他以復刻的形式重新創作，透過這樣

的思維我們便可以理解到他其實是以複合媒材的形式去思考所謂的錄像創作。

另一個層面來說，以高重黎的影像裝置作品為例，如果這件作品是現在幾乎都

已經不存在，而要由藝術家去重新回憶當初的創作狀態然後再創作的話，以身

體作為檔案的概念來說，我們要如何思考藝術家的這類狀態？這是我對這次展

覽的其中一個疑問。而高老師也透過一張當初這件錄像裝置作品在美新處展覽

時的檔案照片去提醒觀眾，現場展出的並非這件作品的原貌，而是後來重新復

刻的狀態。最後我也想提到一個可能有些尖銳的問題，即是這檔展覽就是一個

重現 1983到 1999第一代錄像藝術的展出，但錄像與複合媒材最重要的其實還

有當初展出時，作品與環境的搭配以及觀眾可能有的觀賞位置，但在這個展出

最終也只是將藝術家編列為一種聖徒傳的形式，其他可能影響當初作品展出時

的參數如展場條件、觀眾或是當下的社會現況，卻始終不被列入策展的論述或

有可能取代藝術家成為展覽的重要主軸，這也是我對啟視錄展覽的一個重要心

得。 

 

 


